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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忌赛马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那是一个通过比赛选手的结构性调整反败为胜的经典案例。
　　石墨和钻石都是碳元素大家庭的成员，但由于它们的元素排列组合方式的不同，一个成为自然界中坚硬物质的翘楚，一个则是易脆物质的象征。
　　同样的元素由于组合方式的不同，功能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就是结构性变化的神奇作用。
　　在教育上我们经常说到模式这个概念，人才培养模式是说得最多的。所谓不同模式，其实就是相同元素的不同结构方式，而模式创新，就是结构的调整，结构性的变化。
　　学校教育的元素很多，但学生、教师、内容和方法始终是最基本的因素，这些要素在课程安排、教学过程、活动开展和测量评价等基本环节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其效果会大相径庭。
　　当前，知识经济逐渐成为主导经济，创新驱动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国际化进程深入推进，具有掌握和掌控国际话语能力的人才成为核心竞争力；信息化技术日新月异，终身学习能力成为社会和个人发展的最大法宝。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有质量到高质量的转变，要完成这种转变，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有创新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的人，学校教育非实行结构性变革不可。


课程的结构性变革：从统一到选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一段话讲得特别精彩：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好就好在适合。好教育的标准是什么？——适合，适合就是好。而适合的前提是有选择，可选择。有选择，才有适合可言。整齐划一，统一安排，就没有适合，就不可能好。2500年前孔子就说了，要因材施教。

　　工业革命以后，教育成为社会的基本要求，为了大幅提高教育效率，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了班级授课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所以不胫而走，很快班级授课制成为全世界的普遍教育形式。班级授课制有个假设，即相同年龄的儿童具有相同的学习能力，所以面对相同年龄编成班级的儿童，可以用同样的速度教授同样的内容，甚至期待有相同的结果。然而，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同是7岁的儿童，其心理水平在4岁到11岁不等，更不要说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家庭，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了。所以在班级授课制形成后不久，改革班级授课制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道尔顿制、文特纳卡制都是其代表性的改革例子。改革的目标都是一个，增加学制的弹性，增加课程的选择性。
　　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政策上具有了选择的意识，确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制度，目的就是发挥地方、学校和教师的主动性、创造性，根据地方、学校和学生的特点，开设富有特色的选修课程。但是所有学生一张课表上课仍然是大部分学校的实际情况，课程的可选择性很小。分析起来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认识不到位，大部分学校把国家课程理解为统一课程，认为只能按照统一标准、统一大纲、统一上课。其实再好的国家课程也不可能适合所有的学生，需要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取舍、有所改造。
　　二是高考压力造成的应试教育，考的才是教的，教的才是学的，统一的国家考试造成了统一的国家学习。
　　三是学校和教师课程建设能力不足。照本宣科与自己开设课程对教师的素质完全是不同层次的要求。没有对学生需要、社会需要和知识发展的了解，是不可能开设出好的选修课程来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课程的选择性不仅是学生的需要，也是学校文化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最重要的载体和最重要的抓手。
　　类型选择。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借用这个成语来说明人的心理特点也是很恰当的。人们早就知道，有些人擅长数学之类的抽象思维，有人擅长文学之类的形象思维，有人擅长绘画之类的艺术思维，有人擅长操作性活动的动作思维。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作了更加精细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类型选择就是要在课程设计和组合的时候，为不同思维特性的学生提供选择不同组合的课程，如理科类、文科类、艺术类、社会实践类，等等。
　　程度选择。同一思维类型的人学习的能力和兴趣也不是相同的，有人希望数学学习的程度深一点，历史学习浅一点，有人反之，等等。这就要求将不同的课程分成不同层次，以给学生选择的空间。
　　特色选择。除了主修课程的分层分类，为了适应学生发展特长、爱好和特殊需要的学习，为了反映独特的文化传统或对社会发展未来的理解，就需要开设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最大程度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教学的结构性变革：从被动到主动
　　当你和一个朋友兴奋地进行交谈的时候，碰巧旁边有一台电视机在播送新闻，如果问你刚才电视里说什么，你能说得出吗？你最可能的反应是：没注意啊！

　　是的，人的学习过程是主动参与的过程，如果没有注意，没有热情，没有投入，就不能习得。
　　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基本道理，教师讲、学生听是教学的不变模式，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前苏联的著名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教育学提出了经典的五步教学法：准备上课、复习旧知、讲授新知、巩固新知、布置作业，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动者、主导者，学生是被动者、接受者。这种模式在中国至今处于支配地位。
　　全国每年不知开设多少公开演示课，那些公开课、演示课，通常都是教师讲得风生水起、幽默生动、收放自如的课，教师俨然是优秀的演员，学生则是醉心的观众。能够有这样的老师、听这样的课，学生当然是开心的，是幸运的，毕竟这样优秀的教师还是少数。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课上，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呢？他学会发现问题了吗，学会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吗，学会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了吗，学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困惑和见解了吗，并通过自我表达增强自信了吗，培养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品质了吗？总之，一个观众通过观看演员的表演就能形成一个演员的才能、情感和自信吗？显然不能。
　　优秀的教师不应该是演员，而应该是导演，应该是使学生成为优秀的演员。
　　学生从学习的跟班到学习的主人，核心是教学方式的转变。
　　自主学习。自学，带着问题学，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学，学得才会起劲，才会深度参与；参与越深，投入越多，冲突越多，学习就越深入、越深刻。这时，教师的作用非但不能削弱，而是符合规律地加强，在于设置合适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智慧。
　　合作探究。一个苹果分给别人自己就没有了，一个思想分给别人就成了两个；两个人的思想相互碰撞，可能产生出第三个、第四个思想，更重要的是，通过交流会激发思维更深刻、更清晰，同时学习可以获得社会性沟通与合作的品质。
　　自我展示。一个人理解一个知识和自己讲出来让别人理解这个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境界。从心理学上说，一个是消极知识，即理解了的知识；一个是积极知识，即能够运用的知识。自我展示就是使消极的知识向积极的知识转化，并且能够增强表达能力和自信。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或者说衡量新课程改革的成败标准，就是看教学方式有没有发生变革，学生有没有成为学习的主人。如果课程改革实施了十多年，教学方式仍然是教师讲、学生听，那便是课程改革的失败。只有学生真正焕发出自主学习的热情，成为学习的主动参与者、建构者，才是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


评价的结构性变革：从单一到多元
　　我们经常听到一位家长问另一位家长：你家孩子在学校排多少名？另一位家长会毫不犹豫地回答：88名，或者25名，等等。问者很清楚问的是什么，闻者也很清楚问的是什么，——孩子在年级中考试成绩的排序。

　　学业成绩成了评价学生的全部内容，成了学生的烙印！每个学生都背着这样的包袱终其学业生涯。无论是成绩优异者还是学业落后者，都背这个包袱。一个丰富多彩的生命，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生命，竟然被一个分数排行遮蔽了一切，压在了五行山下！
　　改革这个状况的根本办法就是使单一评价取向向多元取向转变。
　　评价标准的多样性希望是达到这样的变化：每一个学生都被排在第一。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超乎别人的、个性化的特质，有些人善于抽象思维，有些人善于形象思维，有些人敏感，有些人有忍耐力……，所有这些特性都无所谓好坏，在特定的环境下都可能成为不可替代的优点。
　　我们期待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每位学生、每位教师、每位家长，都知道、都能脱口而出地说出某个孩子排在第一位的品质是什么，排在前三位的品质是什么。到了这种境界的时候，学生看重的是自己的优点、特点，教师看重的是学生的特色、特长，学校看重的是每个学生他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东西，是使每个不同的学生变得更加的不同，而不是把不同的人变成相同的人。
　　现在很多学校的墙上都贴有这样的标语：多一把尺子多一批人才。希望这一口号成为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更希望这一共识成为评价的实践。
　　多元评价的另一个值得提倡的是发展性评价。现在我们进行的多为比较性评价，为的是排序和筛选，而发展性评价，不是看一个人比别人怎么样，而是看自己比自己怎么样。在欧美国家发展性评价在基础教育阶段已逐渐成为学校评价的主流。学校的根本使命是育人，是促进人的发展，是使每个人看到成绩、看到希望，看到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让人气馁，让人失去希望；发展性评价的意义就是从根本上纠正传统评价的理念和方向，把人的发展、把促进每一个人的发展作为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活动的结构性变革：从学科的延伸到社会性协作
　　活动在学校教育中几乎是个盲区，在很多教师、校长的头脑中，在学校的管理规定中，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指标中，活动很少会有重要地位。可是这个是缺不得的。

　　一个人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之后，成就的大小、发展程度的高低，主要并不取决于他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而取决他的社会适应能力，特别是社会合作能力，当然包括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有人说这是情商，其实就是人的社会成熟性。
　　一个年轻人从6岁到18岁，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在学校中要度过12年。这个阶段本来也应该是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但是，事实上学校在促进学生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这方面，远远没有起到应该和可以起到的作用。美国哲学家杜威先生曾强烈地主张，学校即社会，社会即学校，即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促进学生的社会化，社会成员应该学习不止，社会应该为每个成员提供不断学习的环境。杜威当时讲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基于对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生活、脱离社会实践的批判。
　　我们的学校虽说也是一个社会，班级也是一个社会，但不是完全的社会，甚至不是真正的社会。虽然四五十个学生天天在一个共同的集体中生活，但并不是真实的社会。社会的交往规则、沟通方式、人际关系、情感纠葛、矛盾斗争，等等，在班级、课堂里面多半反映不出来，学生也得不到真正的社会化锻炼，所以学生从学校毕业后，经常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有点“傻乎乎的”。只有让学校充满了人间的真实信息，学生才会变得更加成熟，才能更顺利、更负责任地走上社会。
　　学生组建社团、参与社团活动是丰富社会性、增强社会责任能力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途径，特别是自己组织社团，更是锻炼的最好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需要提出办社团的章程，需要制订活动规划，需要获得别人的赞同和支持，需要组织活动，需要利用各种资源，需要评价活动结果，等等，这样社团才能持续发展。而获得这种能力和意识的过程，除了亲身实践别无他法。笔者在一所学校看到过这样的口号：有100个学生，就有101个学生社团。给我强烈冲击，这就是要保证百分百的学生至少自己要组建一个社团。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功莫大焉！
　　社团活动的第一个重要要求是社会性。学习兴趣小组不能替代社团活动，有些学校可能会说，我们组织了很多兴趣小组，有语文的，有数学的，有音乐的，有舞蹈的，等等，这是不够的，社团活动不是学科教育的延伸。所谓社团的社会性，是说社团活动的内容要关注社会现实、反映社会情感、把握社会脉搏、体现社会责任，与知识的学习形成重要的互补。
　　社团活动的第二个重要要求是合作性。社会活动不是个人自己的自娱自乐，不是多少人在一起的各自活动，而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比如说，一组人出去搞社会调查，各搞各的，不是合作性活动，一组人搞相互关联的调查，产生1+1大于2的效应，才是合作，——任何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整体活动效果和每一个其他人的行为。合作有谦让也有计较，有争取也有妥协，有明争也有暗斗，有进行到底，也有不欢而散……这就是社会，这就是每个学生将来必然碰到的真实情况。有合作才有社会性，在合作性的社会活动中，才能提高对自己的认识，对他人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才能真正聪明起来。
　　社团活动的第三个重要要求是自主性。社团活动的基础是自己的兴趣和擅长，一定要是自己发起的，自愿参与的，而不是被安排，被活动的。自主性越高，潜能调动就越大，得到的锻炼就越大，收获才越大，才越能持久。

　　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教育部师范司、社科司副司长，中国教科院院长等职。兼任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著有《教育改革论》、《对峙与融合——世界教育改革百年》、《教育政策学》、《当代教育学》、《教育新理念》、《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教育变革的重大启示》等著作。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起草者之一，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教育专题调研报告参与者，曾在2011年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会上做了题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讲解。


